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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临 20场重大灾害现场

中国民间社会组织国际救援之路
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灾害应

急（救援）行动，对于还处在发展
阶段的中国民间社会组织似乎
还是遥不可及的事情，但实际上
已经有包括基金会、 社会救援
队、民非机构等在内的不少社会
组织在行动了。

2018 年 12 月 18 日，由中国
慈善联合会和北师大风险治理
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 2018 社会
力量国际灾害响应研讨会在京
召开。

研讨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
自 2011 年起，中国民间社会组织
已经参与了超过 20 场重大灾害
的国际应急行动。

这其中既有大家比较熟悉
的尼泊尔地震、泰国清莱队足球
洞穴受困、泰国普吉岛沉船事故
等的救援，也有没有受到足够关
注的肯尼亚旱灾、意大利中部地
震、朝鲜洪灾等的救援，涉及亚
非拉及欧洲的多个国家。

参与救援的蓝天救援队、深
圳公益救援队、 爱德基金会、中
国扶贫基金会等更是多次走出
国门。

但总的来说，中国民间社会
组织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应急救
援还处于比较早期的阶段，在救
灾能力、合作机制、政策支持方
面都还有待完善。

拿着旅游签证的救灾队员

据北师大风险治理创新研
究中心分析员徐诗凌介绍，2011
年以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际
灾害应对的方式是资金捐赠，
2011 年开始才有人员走出去参
与救灾。

“在可获取的资讯中，2011
年 3 月的缅甸曼德勒地震是
第一次有中国社会组织人员
走出国门参与灾害应对。 ”徐
诗凌表示。

地震发生后，壹基金救灾联
盟派出了 6 名队员赶赴缅甸。 据
参与队员之一、现北京平澜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王珂介绍，当时缅
甸政府并未提出国际救援请求，
队员们拿着旅游签证就去了。

没有正式的渠道怎么办？ 队
员们找到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
虽然之前没有联系，但大使馆十
分支持，在他们的协调下，取得
了缅甸政府的许可和当地侨胞
的后勤支持，进入灾区，“我们成
了缅甸曼德拉地震救援中唯一
一个外国救援队。 ”王珂表示。

据徐诗凌介绍，蓝天救援队
的第一次国际行动则采用了更
加稳妥的渠道，2013 年救援队
与 999 救援人员和华山医院医
疗人员一起编为中国红十字会
组织的国际救援队伍， 到台风

“海燕”袭击过的菲律宾，除了医
疗服务外，也发挥搜索技能进行
遗体搜寻工作，此外也参与了物
资发放。

2015 年，中国社会组织迎来
了一次目前来说参与规模最大

的国际救援行动———尼
泊尔地震救援。 2015 年 4
月 25 日， 尼泊尔中部地
区突发 8.1 级地震；5 月
12 日， 同一地区再发 7.5
级强震。 尼泊尔政府向国
际社会发出援助请求。

包括救援队、 救助
机构、 基金会等在内的
至少 23 个中国社会组
织派出应急响应人员前
往尼泊尔， 大部分中国
社会组织在尼泊尔工作
了三到五周， 开展了搜
救、灾情调查 、净水 、物
资发放、紧急安置、医疗、消杀、
儿童服务等工作。

在灾后恢复和重建阶段，中
国扶贫基金会注册了尼泊尔国
别办公室，长期开展重建和发展
工作；爱德基金会与当地社会组
织合作，为三个受灾社区提供了
两年的重建和发展支持；青基会
与驻尼中资企业合作， 援建了 4
所小学；壹基金与救助儿童会合
作，提供资金为当地儿童提供灾
后服务；彩虹公益服务社从事了
为期半年的灾后安置区教育服
务，后在尼泊尔注册，长期提供
支教和儿童服务。

截至 2018 年， 除了缅甸、菲
律宾、尼泊尔之外，肯尼亚、厄瓜
多尔、意大利、海地、朝鲜、埃塞
俄比亚、斯里兰卡、伊朗、泰国、
老挝、印尼等多个国家的灾害应
急行动中都已经出现了中国社
会组织的身影。

三次受总统接见

自身还处于发展阶段的状
况下，中国社会组织是否应该走
出国门参与国际救援呢？从这 20
多场国际救援的经历来看，是十
分必要的。

首先， 国际人道需求高发，
中国社会组织在人道主义危机
救援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近年来，从人道危机类型来
说，因冲突而引发的人道需求持
续居高，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
灾害也保持高发，尤其在亚太区
域，水文灾害有增长态势。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应对的
灾害不仅有比较常见的地震、台
风、洪涝、旱灾等，还有缅甸难民
危机、泰国洞穴受困、普吉岛沉
船、老挝阿速溃坝等特殊事件。

而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应急
救援能力的提升，在参与国际救
援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及时、
越来越大。

以蓝天救援队为例，据蓝天
救援队国际部部长张宇朴介绍，
2015 年 8 月缅甸遭遇大规模洪
涝灾害，蓝天救援队是第一支到
达缅甸的国际救援队伍。蓝天救
援队 共 排 查 村 庄 200 多 个 、
56000 余人次；医疗诊治 1084 余
人，转移高热患者 16 人、转移骨
折患者 3 人、确诊登革热患者 2
人、处理外伤患者 15 人；并对三

个区域 41.3 平方公里进行防疫
消杀。

在救援过程中，张宇朴发现
当地的救援人员亟需得到更多
的培训。“不少救援人员穿着拖
鞋就去救灾了。 ”张宇朴回忆道。

针对这一情况，应缅中友好
协会的邀请，2017 年蓝天救援队
开始在缅甸开展救援培训。 目前
已经开展了多期培训。

“社会救援队不仅是国际灾
害救援的有效参与者，还是国际
救援经验和救援知识的交流传
播者、能力建设的重要参与者。 ”
张宇朴强调。

其次，中国社会组织参与国
际救援可以从民间的角度对公
共外交产生积极影响。

蓝天救援队在参与 2015 年
缅甸洪涝灾害救援的过程中，就
曾三次受到视察灾区的缅甸总
统的接见，让中国以非常正面的
形象出现在缅甸的主流媒体上，
反响十分好。

“民间开展的公益工作会
对公共外交产生意想不到的效
果。 ”王珂强调，“第一，可以彰显
我国的软实力、价值观；第二，可
以争取一些话语权；第三，可以
了解实际的民情，让民心相通。 ”

随着中国走出去的步伐加
速，不能只是政府、企业走出去，
社会组织同样需要走出去，而且
可以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

再次，在走出去救灾的过程
中，中国的社会组织救灾能力也
在快速提升。

深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
合会作为一个地方属地化（深
圳）的社会救援队，至今已经参
加了 4 次国际救援。“作为救援
队， 我们希望向国际救援队看
齐，只有走出国门才能真正了解
情况。 ”联合会秘书长石欣表示。

真正走出国门才能了解到
国际救灾的相关准则和操作规
范，才能明白在不同地域需要不
同的救灾手段与技能。

“就拿消杀药品来说，我们
在老挝救援时就发现由于当地
对环保的不同要求有些我们常
用的药品就是不能用的。 ”石欣
表示。

参与国际救灾还是一个很
好的锻炼、检验社会组织能力的
机会。 以物资捐助为例，深圳市
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就先后

尝试过在所在国购买物资捐赠
和在中国募集物资通过第三国
转运到所在国捐赠使用两种不
同的方式，取得了难得的经验。

从自发零散到系统有效

尽管已经参与了超过 20 场
重大灾害的国际救援，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实际上，中国社
会组织参与国际救援还处于自
发的、零散的状态，如何更加有
效的参与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
解决。

第一，中国社会组织的救灾
能力还有待提升。

以地震救援为例，一支可以
执行省内救援任务的中型地震
救灾应急救援队总人数应不低
于 60 人、 能够出队的结构人数
不第于 45 人， 救援队结构应包
括管理、搜索、营救、医疗和后勤
保障能力。

以此为标准进行衡量，能够
达到的社会救援队伍与基金会
在中国还很少，更不用说参与国
际救援了。

人员之外，是否有足够的资
源支持救援行动同样重要。 即使
已经多次参与过国际救援的深
圳市公益救援志愿者联合会在
这方面也颇为头疼，“救援队更
关注技能层面， 筹款并不是长
项。 我们希望有一个平台可以对
接基金会、企业等。 ”石欣表示。

而实际上，据徐诗凌统计，
近两年来， 与社会救援队伍积
极参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基
金会参加国际灾害应对的数量
更少了。

第二，中国社会组织救灾的
合作协调机制尚未建立。

参与国际救灾的主体往往
有很多，政府、政府间组织、国际
NGO、 中国社会组织、 当地
NGO、企业等都有参与，中国社
会组织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
色， 如何与其他主体进行合作，
目前都还在探索阶段。

首先，中国救灾社会组织之
间需要建立协调机制。 目前，即
使是同一次救援，中国社会组织
也大多是单打独斗。 2015 年的尼
泊尔地震救援中才首次建立了
中国队伍协调点。 2016 年厄瓜多
尔地震救援中，中慈联救灾委派
出了一名前线协调员。

中国救灾社会组织之间并
没有形成一个网络，也没有常设
的合作协调机制，也就谈不上分
工与资源的共享。

“在走出去之前，我们应该
现在国内建立一个救灾队员的
合作模式，加强队伍与队伍之间
的沟通。 ”天空救援队副队长贾
英男建议道。

“可以采用联合出队的方
式，突出队员的专业技能，资源
共享。 ”北京救援队队长宋喜媚
表示。

其次， 作为民间队伍如何
与国际救援中的各类机构协调
合作？

国际救援中不同的队伍之
间如何分配任务、 依据什么样
的原则、 如何开展救灾等都已
经形成了一定的模式与规则，
对于这些规则大多数中国的社
会组织还都不了解， 更谈不上
灵活运用。

此外，参与国际救灾还需要
对外交规则、所在国的政策及人
文社会环境都有所认知，学会与
所在国政府、政党、社区打交道，
否则有可能造成反效果。

“我们出去就感觉会代表
中国的形象， 往往会担心做的
事情是否是对的， 接触的人是
否是可以接触的， 会十分谨
慎。 ”石欣表示。

而这些都需要中国的社会
组织进一步学习与探索。

第三，中国社会组织救灾的
政策体系还有待完善。

对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救灾
进行支持是很多国家通行的政
策， 这种支持既有政策上的，也
有资金上的，我国在这方面还处
于探索阶段。

2018 年，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发布了《对外援助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对外
援助的政策规划、 实施管理、监
督和评估、法律责任。

《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外援
助中的无偿援助主要用于受援
方在减贫、民生、社会福利、公共
服务以及人道主义等方面的援
助需求。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国际
发展合作署会同有关部门和机
构设立南南合作基金等具有援
助性质的基金，并负责管理和使
用基金。

但是这些政策和资金是否
可以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救
灾，还是个问号。“政府购服务的
话， 给钱的模式是什么样的，绩
效怎样评估，怎么监管，在多部
门管理的情况下如何处理，这些
都需要解决方案。 ”中慈联减灾
委总干事魏威表示。

尽管还存在上述很多问
题， 但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救
灾的步伐已经迈出。 随着走出
去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多， 相信
这些问题一定可以在实践中逐
步得到解决。

2015 年，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尼泊尔震灾区参与救援(中新社 张浩/摄）


